
时间本无形迹，是人类以精密
的齿轮与发条，为它锚定了刻度。

回望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
浩荡长河，在中西方日益频繁的
交流交往中，珠江畔悄然咬合的
机械滴答声，以一种温和却深远
的方式，刻录下了文明交汇的另
一种风景。

大航海时代，人类对“测度
时间”的极致追求，在古老的东
方，催生了一场中西科技与艺术
的精密交响。

2024-2025年，广东省博物
馆曾举办“璀璨时光——清代广
钟精品展”，将这曲定格的机械
乐章，重新唤醒。

“广钟”指清中前期广州生
产的时钟类计时工具。它是清
代中国自主制造的能够精确标
示时间且工艺复杂的机械时
钟。在“西学东渐”历史大潮中，
广州凭借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
地位，将域外技术与本土智慧熔
铸一体。作为名扬四海的早期

“广货”代表，广钟生动见证了广
州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先发优
势，并成为屹立于中西文明交流
互鉴前沿的器物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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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代加速，必

有浪潮涌动，亦有指

针流转。“西学东渐”

激荡在近代的海岸线

上，既是文明的破壁，

更有关乎生存与尊严

的百年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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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周刊，复旦大学戴

鞍钢先生带我们重返

黄浦江畔。轮船招商

局的汽笛声中，岭南商

人以务实与胆识入局

其间，撬动旧秩序的桎

梏；江南儒雅与岭南血

性交汇，拓开向海而兴

的新格局。

广东省博物馆吴

昌稳先生，则在广钟

的方寸天地里，照见

另一种静谧的角力。

大航海时代的雄心被

拆解成齿轮，在中国

工匠指尖重组。所谓

丈量时间，也是定义

自我，完成从模仿到

自主的觉醒。

破浪而行的巨轮，

与分毫不差的刻度，看

似各在一端，却同为时

代剧变留下的锚点。

它们提示我们：文明的

交流从来不是单向覆

盖，而是在往复间彼此

塑造。世界的尺度由

此被重新理解，本土的

筋骨，亦磨砺出愈加挺

拔的轮廓。其间所积，

渐次汇成大势。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我们把目
光投向绵延千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史，就会
发现：海洋不仅连通世界、激荡文明，也深
刻塑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轨迹。

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地处东海之
滨、面向太平洋；岭南文化滋养的珠江三
角洲，濒临南海、商贸兴盛。两大区域皆
因海而生、依海而兴。近代上海开埠通
商，使江南与岭南在同一时代舞台上相互
激荡、彼此汇流；而以欧美近代商业文明
为背景的“西学东渐”，更为这种地域文化
与贸易网络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人创
办的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企业——轮船
招商局在上海诞生并发展壮大，其中，来
自广东的商人与航运人才发挥了重要作
用。其成立与经营，成为近代中国文明交
流与航运贸易转型的重要历史见证。

传统漕运危机与江南
商界的“知识时差”

植根于江南文化沃土的上海，有着
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因子。唐宋时期，
上海地区就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的青龙港和青龙镇。近年来广受瞩目
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被列为“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了大
量文物，确证了其作为唐宋重要贸易港
口的地位。至清代中叶，黄浦江边的十
六铺港埠和上海县城，已有“江海之通
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近代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
潮，西方的坚船利炮与近代轮船进入中
国海域。相比于传统的木帆船，西方轮
船在速度与载重量上的优势是绝对的。
清代有所谓“三大政”，即漕运、盐政与河
工，其中维系王朝经济命脉的南粮北运
（漕运）体系，长期依赖江南水系特有的
平底沙船承担运输。但在外洋轮船的冲
击下，传统的沙船业遭遇严峻挑战。

1871年，直隶发生严重水灾，京城
迫切需米，但当时的传统沙船业已趋凋
敝，无力承运漕粮北上。严酷的现实迫
使晚清政府与商界必须寻找新的解决
方案。上海的沙船商人在筹备自办轮
船企业以应对外资航运压力的过程中，
获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批准与支
持。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准
清廷设立轮船招商局，并于1873年1
月1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其初衷非常

明确——“挽回利权”，以确保漕运和沿
海贸易的命脉不完全假手于外商。

招商局初创时，负责筹备的是出身于
江苏宝山沙船业世家、时任浙江海运局总
办、候补知府的朱其昂。朱其昂等人虽然
精通传统沙船业务，但在面对西方近代企
业的股份制运作、资本筹集以及国际航运
规则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当时江
南商界在应对现代商业制度时的“知识时
差”。尽管他“习知洋船蹊径”，但在上海
商界人脉不广、号召力有限。

一场“及时雨”：岭南
商人的入局与制度移植

在这一关键时刻，大批随着五口通
商向北推进的广东商人，成为了中国近
代企业发展的一场“及时雨”。1873年
5月，李鸿章果断聘请在沪的粤商唐廷
枢、徐润加入轮船招商局，由唐廷枢任
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等为会办。

岭南地区在对世界的交往，特别是
与欧美国家衔接的广度与深度上，有着
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在“西学东渐”
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商人最早接触并吸
收了西方的商业规则与企业制度，并将
其转化为自身的经营本领。

唐廷枢和徐润的家乡，正是岭南文
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更是当
时广东“风气最开通的地方”。他俩很
早就浸润搏击中外贸易商场，已积累的
经验、知识、技能、眼界和人脉，远非国
门初开的上海沙船商人等所能比肩。

以唐廷枢为例，他早年曾在香港的
教会学堂求学。还在鸦片战争前，为了
中外贸易的需要，华南沿海已流行着所
谓“广东英语”；正是为了适应广东人与
外国人做生意的实际需要，他在1862
年（30 岁时）精心编撰出版了《英语集
全》。这不仅是一部面向商贸往来的实
用英语读本，也是一部系统介绍西式商
业与社会知识的英语教材，共分天文地
理、日常生活、工商业、官制、国防、买办
问答等六卷，并用粤语注音。这种跨语
言的微观交流工具，是中外贸易文明交
融的生动画像。在加入招商局之前，唐
廷枢还曾与英商合资开办东海轮船公
司，在首批入股的1650股中，华商股份
占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有400
股。他还曾出任该轮船公司的襄理。

另一位香山人徐润，同样具有广阔的

国际视野。他的叔父徐荣村，早在1851
年便率先将中国湖丝运往伦敦，于首届世
界博览会上参展，让中国物产在国际舞台
大放异彩。徐润本人“年十五来沪上，弃
书习贾，业丝茶二十年，中外人士交相推
重”，他不仅曾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股
东，在受命加入招商局后，更是毅然“即将
向做茶叶等生意概行停止，以专局务而免
分心”，为招股、揽载煞费心力。

唐廷枢、徐润等岭南商人的加入，
为招商局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商界人脉
与近代资本运作经验。对于这项人事
变动，上海报界给予了高度评价，1873
年6月9日的《申报》以《轮船总办有人》
为题称赞：“轮船招商局向系朱君云甫
办理，李节相已改委唐景星（注：唐廷枢

字景星）总办矣。按，唐君阅历外务，洞
悉西船运载法制，以此任属之，真可谓
知人善任者也，想轮船公事从此日见起
色，其利益岂浅鲜哉？”

“粤人经商、苏人理漕”：
大航运贸易网络的崛起

随着唐廷枢、徐润等人的全面操
盘，招商局形成了近代企业史上极其经
典的一幕——“粤人经商、苏人理漕”。

这是一个两种地域文化巧妙衔接、
互补共进的生动案例。由更熟悉国际
规则、拥有广泛人脉的岭南商人，负责
招股、揽载等全盘商业运作；由熟悉传
统官府运作和漕运体系的江南士商，负
责处理官务和漕运。

这种合作，从根本上体现了近代江南
商人务实而开放的心态——一旦认识到
自身在“西学”和近代经营上的短板，便豁
达地让更能干的岭南商人来挂帅。同时，
这也展现了岭南商人极强的制度移植与
资本号召力。在唐、徐二人的苦心经营
下，大量资本涌入招商局，当年（1873年）

《申报》便惊呼：“查此局近殊盛旺，大异初
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入股份者。”时人亦
有云：“昔年招商局朱其昂始创，只有轮船
四艘，为运漕而已。后经唐廷枢、徐润接
办，推广航路，招集商入股者，粤人十居其
七。”1881年，招商局顺利招足了额定资
本100万两。1879年底，唐廷枢在致函
盛宣怀时无比自豪地回顾：“接办之时，商
股全无，至今股份将及百万，每股百两，计
七年已分回利息七千两。”

更为壮阔的是，在江南与岭南商人

的携手并进下，中国近代的大航运贸易
网络被大大激活。他们突破了外资轮
船公司的压制和阻挠，不仅将沿海干线
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向北延伸至烟台、
天津、牛庄，向南拓展至福州、厦门、汕
头、广州及香港，几乎贯穿中国绵长的
海岸线；更将航运网络深入汉口、宜昌
等长江内河体系。这种“沿海干线+内
河网络”的布局至关重要，它极大地增
强了沿海经济对广袤内地的辐射力。

在此基础上，招商局的航线更是延
伸至日本长崎、神户，以及南洋乃至美
国檀香山等地。这一创举，极大地撼动
了外商的航运垄断。总理衙门章京顾
肇新曾评述招商局的崛起：“与太古、怡
和鼎峙而三，使其利不尽为外人所攘
夺，所谓收回利权者，用意实在于此。”
英国人在沪办的《北华捷报》则曾抱怨：
“成立轮船招商局原则上是为了中国
人，为了尽可能将沿海的商贸发展控制
在中国人的手中，只是这个公司过于实
现后面的部分了。”

两地商人的精诚合作，真正实现了
“挽回利权”的初衷，也为日后中国丰富的
本土物产（包括“广货”）走向世界，提供了
不受制于外商的近代化物流与资本保障。

历史的回响：交融互
鉴的时代启示

近代中国人办企业者众多，但像轮船
招商局这样历经风雨、经营成功的却屈指
可数。其中，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

互鉴，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当我们漫步上海著名的外滩万

国建筑群，在那些曾经外商林立的中心地
段，依然屹立着一栋巍峨的百年建筑——
著名的轮船招商局大楼。早在1877年，
苏州士人潘钟瑞造访此楼时，便在日记中
留下了极其生动的现场感：“屋凡三层，就
两层之楼已极宽敞，几席齐排。临窗一
观，正对黄浦，下接码头，一切安便。”

这栋屹立百年的大楼，宛如一种历
史的象征。它见证了在千年贸易的文明
交流中，中国商人如何以务实、包容的心
态，携手迎接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它见
证了中华文明如何吸收“西学东渐”的先
进企业制度，在洋商占绝对优势的竞争
中，硬生生拼下了一个立足之地。

追溯源头，上海开埠后得江南文化
与岭南文化融汇之机，沪粤两地的有识
之士功不可没。回顾这段由海洋孕育、
在激荡中前行的中外贸易史，不仅为我
们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深
刻视角，更为今天跨区域的经济协同，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参照。挖掘和
利用江南与岭南文化中开放、务实、创
新的历史底蕴，必将为今天中国高水平
对外开放以及“广货行天下”的远洋航
程，提供深厚的历史启示。

（本文作者戴鞍钢系复旦大学历史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25年11月28

日，作者曾在由上海市社联、广东省社

科联、广州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中，作“江南

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轮船招商

局的成立和经营”相关演讲。）

超级链接者：大航海
时代的“广州时间”

技术的流转，往往伴随着资本的蹚
路与贸易的扩张。

中国探索机械计时仪器的时间早，
技术迭代相对较慢，广钟的出现依赖于
外国技术和商品的输入。最早将西洋
时钟带到中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
坚。明万历九年（1581）春，他从澳门来
到广州，将一块机械表送给总兵黄应
甲。万历十年（1582）底，罗明坚、巴范
济在广东肇庆向两广总督陈瑞献上自
鸣钟等贵重礼物。陈氏非常喜爱这些
新奇的洋玩意。

文明初遇需变通。罗明坚当时还亲
自调试自鸣钟，按中国习惯把欧洲一日
24小时改为一日12个时辰，同时把阿
拉伯数字改成中文。此举赢得了中国官
员好感，为传教事业提供极大方便。西
洋钟传入不仅是中国计时系统的变革，
更是中西交流的“敲门砖”。

一“砖”叩门。而政策的倾斜，则彻
底激活了广州的制造底盘——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发布上
谕：“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
省。”清政府“一口通商”的决定，让广州
垄断中西贸易长达85年。此后，英国、
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船只仅被允许
在广州贸易，广州因此成为中外贸易的
“超级链接者”。

中外货物云集，巨大的市场红利为
广州手工业插上翅膀。

明清时期，广东手工业和商业已十
分发达，形成了广州、佛山和潮州三个手
工业中心。广州地处东江、北江、西江交
汇处，是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也是岭
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手工业城市。
这为广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
面，熟练的工匠为产业提供支撑；另一方
面，各类零部件和原材料易于获取，为组
织生产提供了便利。

跨越重洋的“接力”：齿
轮咬合处的中西文明互鉴

文明的交流，不仅有货物的吞吐，更
有跨越重洋的匠人接力。

在西洋时钟传入早期，广州工匠就
开始参与生产。罗明坚到达肇庆的次年
（1583），利玛窦专门从印度果阿带来一
名造钟匠在肇庆生产时钟。广东官员调
集两名技艺高超的匠人协助，开启了西
方时钟制造技术在中国传播的先河。

随着航线变得热络，技术的在地化
转移加速。清代前期，西方商人从伦敦
运来机械设备，并派遣熟练工匠在广州
建立作坊。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马金图
斯在广州开设了钟表工场；另一个工场
为18世纪伦敦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
斯的后人所开；马戛尔尼使团的瑞士籍
钟表匠也留在澳门并来广州工作。

风云际会处，更有审美的交融。西方
匠师带来大量域外文明元素：古希腊、古
罗马风格圆柱（含爱奥尼亚式涡卷和科林

斯式草叶纹饰），拜占庭文化的穹隆顶和
马赛克壁画，以及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
等建筑风格，皆大量运用在广钟装饰上。

在这场交汇中，中国工艺技术也得
到补充与完善，尤以珐琅工艺为甚。早
在13世纪末，阿拉伯珐琅便传入中国，
形成明代盛极一时的“景泰蓝”工艺及作
品，但广钟使用的透明珐琅却另有渊源。

据故宫研究员郭福祥考证，透明珐琅是
“将透明釉料施于金属胎体之上，经烧制后
形成一种可透视胎底、明暗变幻的珐琅艺术
作品。最早出现于13世纪意大利锡耶纳
……在中国这种珐琅一直没有引起关
注，直到18世纪才有在地的制作实践，
是各类珐琅中最晚传播到中国的品种”。

面对这项西洋绝技，清代广州工匠
迅速将其本土化。从存世的广钟可见，
工匠们自主研发出硬透明珐琅，将其广
泛点缀于表盘四周。泛着蓝、绿光泽的
莹润釉层，不仅让底部的铜錾花纹理纤

毫毕现，更像时光的封印，抵御了岁月侵
蚀，令器物历经百年依然明艳如初。

先因后创：从器物模
仿走向“中国智造”

真正的吸纳，是在模仿后的重塑。
西洋机械时钟和配件在广州上岸集

散，加之广州工匠众多，广钟生产历经了
模仿、消化、创新的经典“工业化”路径。
制作初期，核心零部件依靠进口，造型功
能学习英国钟等西洋时钟。但随着工匠
的成长，广钟的自主性不断增加，广州工
匠不仅能制作外壳，还学会制作表盘、机
械报时及表演系统等核心零部件。

如此，当核心技术被掌握，属于中国
人的浪漫时间表达，也应运而生。在造
型艺术上，广钟整体外形多采用中国传
统的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或葫芦、花盆
等吉祥器物；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对内
部机械自动人偶的改造。工匠利用多盘
塔轮或发条带动齿轮系统，将西洋机械
表演系统充分中国化，使其能定时展示
“万寿无疆”“天官赐福”等条幅，以及“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等对联。当时广钟的
技术水平已接近同时期欧洲制钟水平。

材料的跨界同样是一大壮举。广钟
不仅大量制造铜镀金时钟，还广泛使用
紫檀、酸枝等珍贵木材。此外，“土玻璃”
的运用藏着生动的互鉴细节：据马戛尔
尼使团成员吉兰记载，广东艺术家“确在
竭力搜罗欧洲玻璃碎片，然后将之舂烂，
置于熔炉再度熔化”制作器物。这些玻
璃被精妙制成广钟内的水法柱，通过齿
轮旋转表现水流升降的风景。

技艺的淬炼并非一蹴而就。起初，
广钟的制作远不能令皇帝满意，乾隆曾
特意下旨叮嘱：“务要实在洋做者方可。”
然而，随着工艺不断完善，广钟质量日
精，延至嘉庆时期，广东粤海关已“每年
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这种
从被要求“洋做”到凭实力岁岁进贡的反
转，清晰勾勒出“先因后创”的演进线索。

广钟竭尽所能的原创性发展，充分显
示出“中国智造”的早期萌芽与持久魅力。

机巧背后：一场擦肩
而过的工业晨光

然而，发条虽紧，历史的车轮却在古
老的帝国面前渐渐滞重。

广州工匠在消化欧洲钟表结构的基础
上制作广钟。为保证计时准确，他们吸收
西洋钟的“塔轮芝麻链”结构，“非常巧妙地
规避了发条动力不均匀释放的弊端，确保
了走时的准确”。广钟的机械装置，包括擒
纵系统、表演系统等都是在学习西洋时钟
技术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自主化的。每一座
广钟都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实例。

器物的吸收堪称完美，思想的壁垒
却依然森严。

在这场跨越重洋的交流中，广钟不
仅是精妙的器物，更像是一面折射历史
局限的镜子。西洋自鸣钟虽打通了交流
壁垒，但广钟并未引发清朝统治阶层对
世界发展大势的关注，中国社会仍沿着
传统的道路缓慢发展，走向“过密化”。

当欧洲借计时仪器测算经纬，清廷沉
醉于机巧。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曾指
出：“中国人虽然在特定几种手工业上的技
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
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这何尝不是一声沉重的时代叹息。
若明末清初的西方先进技术，能引起统
治者充分重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或
许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文明之间需
要交流，文化必须互鉴。

历史的指针无法倒转，但昨日的得
与失，依然在今天激起回响。大航海时
代的全球网络使得寰球“同此凉热”。广
钟不仅是打开中西方交流大门的“钥
匙”，更是中国“工匠精神”与“早期智造”
的实物印证。在“广货行天下”的今天，
重温这段滴答作响的贸易史，是璀璨时
光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图谱。
（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西学东渐与近代航运贸易：

从轮船招商局看岭南商人的历史贡献
□ 戴鞍钢

上海外滩万国建筑 轮船招商局 视觉中国供图

滴答作响的西学东渐：清代广钟里的贸易繁华
□ 吴昌稳

铜镀金转人亭式钟

故宫博物院供图

铜镀金嵌珐琅转花

亭式卷帘白猿献寿钟

故宫博物院供图


